










晚清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的崩坏 ,中央政府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 ,构成了中央
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 ,由此引发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围绕财权分割的一系列矛
盾与冲突 。更引人注目的是 ,由于列强控制下的中国近代海关的介入 ,这一矛盾 、冲突表现出
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中国近代海关于 1854年首建于上海。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几年间 ,镇江 、宁波 、
天津 、福州 、九江 、汉口 、厦门 、烟台 、淡水 、打狗和牛庄等通商口岸也相继开办了近代海关 。这
些海关统归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管辖 , ② 并实行一整套外籍税务司制度 ,初步形成一
个新的征税系统 。此后 ,随着中国通商口岸数量的增加 ,海关数量也不断增加。至 1910年 ,海
关总数已达 49处 ,拥有近20 000名职员 ,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海关网。③
在晚清财政管理体系中 ,近代海关是一个与众不同 ,地位特殊的征税系统。首先 ,近代海
关名为清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实际上管理大权系握于以英国为首的在华列强之手 ,素有“国
际官厅”之称。第二 ,由于海关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 ,管理的是洋税的征收 ,清政府将其划归职
掌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管辖。由是 ,近代海关遂与原归户部管辖的户关(包括原粤 、闽 、江 、浙
四海关)分别形成两套隶属关系 、管理体制 、职权范围 、征课对象 、税钞额则 ,支款办法均各不同





③ 中国海关:《新关题名录》 ,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 , 1910年。
海关总税务司署于 1866年迁入北京。
在晚清的各种文献中 ,近代海关初建时一般被称为新关 ,以区别于清康熙年间在广州 、厦门 、宁波和上海建立的粤 、
闽 、浙 、江四海关。亦因其由外籍税务司职掌 ,管理外国轮船贸易 ,征收洋税而被称为洋关。后渐被统称为海关。
税务司公署 ,其最高首脑为税务司。总税务司“对于全国海关 ,几有一国元首之权威” 。① “各
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 ,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 ,其薪水如何增减 ,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
撤退 ,均由总税务司作主 。”② 各口海关行政由总税务司以发布“总税务司通令”的形式来统一
步调 ,而以“总税务司训令”的形式来处理各口的特殊问题 。各口税务司定期向总税务司呈送
公函 ,详细报告该关的运作情况 ,提出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并依照总税务司的训令来处理 。
海关内部还制定有一系列条款详尽的规章制度 ,以作为各海关办事的依据 。此外 ,总税务司署








税范围和权限。身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 46年的英人赫德 ,从未放弃过这一目标 。是
故 ,在晚清财权下移 ,中央与地方财权纷争迭起的特定情势下 ,近代海关便难以置身其外 ———
不论是有意介入 ,还是被迫卷入。
久受财政管理失控 、贪污中饱公行之累的晚清中央政府虽然一开始对近代海关的建立尚
存疑虑 ,但对近代海关的管理成效及其由此呈现的海关税收的迅速增长 ,却印象颇深 。因而 ,
19世纪 60年代初 ,当近代海关尚处于草创时期 ,中央政府要员便萌生了利用海关以整顿关
政 、剔除贪污中饱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企图 。1861年初 ,户部左侍郎文祥就私下里对时任英
国公使馆中文秘书的威妥玛称:如果在海关里没有外国人的帮忙 ,如果不是把这些机构置于一
个划一的制度下 ,他们将会无法处理对英 、法两国的赔款问题;用中国人不行 ,因为显然他们都
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 。他还以薛焕为例 ,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篇帐 。⑤ 不久 ,恭亲王
奕 等总理衙门大臣也在上奏中称:“查洋税一项 ,向系尽收尽解 ,该关税吏视为利薮 ,侵蚀偷
漏 ,百弊丛生 ,于关税大有妨碍” 。因而认为通过近代海关征税 ,以二成关税扣缴赔款 ,剩余关
税“可丝毫悉入国帑 ,不能稍有侵蚀 ,于关税积弊为之廓清 ,似于关务有益。”⑥ 1864年 ,恭亲王
还上奏为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请功称:“查苏省连年用兵 ,一切饷需 ,均借洋税源源接济 ,
大半皆由赫德稽察洋税之力” 。⑦ 事实上 ,正是由于近代海关以迅速增加的关税收入有效地帮
助清政府解决军饷之需 ,度过咸同之际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才最终消除疑虑 ,决定继续“令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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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权下移不断加剧 ,利用近代海关以加强财政管理 ,增加中央政府财源 ,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 ,
便日渐成为清中央政府的一项理财措施 。
自咸同年间 ,清政府为克服因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大举用兵引起的财政危机 ,不得不
允准各省“就地筹饷” 、“自求生理”后 ,为各省督抚所控制的省一级地方财政体系便逐渐形成 。
各省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 ,实现地方的财政收支。东南各省先后出现了一些以“总粮台” 、
“军需局” 、“善后局” 、“筹防局”等为名的 ,直接受督抚管辖的地方性财政机构。各省藩 、运 、粮 、
关等各库也渐为督抚所支配。而厘金局 、盐局 、厘捐局 、捐输局 、运局等等 ,更成了督抚大权在
握的地方征税机构。此外 ,各省还设立了官银局 、官钱局 、地方银行等自己的金融机构 。与此
同时 ,各省当局已通过种种途径 ,握有厘金 、捐纳 、杂捐 、田赋附加 、盐斤加价和官业收入等各种
税源 。① 在此情势下 ,近代海关征税范围和权限的扩大自然直接侵害到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
方官员的利益 ,从而引发了海关与地方当局间的矛盾与冲突 。而且 ,这一矛盾与冲突随着海关
权限的不断扩展而不断加剧 ,愈演愈烈 。于是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纷争便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为近代海关与地方当局的财源和财权争夺 。




子口税 ,又称子口半税 ,是依照 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
则》由近代海关征收的一种新税 。条约规定 ,外商按值百抽五的税率一次性交纳子口税后 ,可
任便将进口洋货运入内地 ,或将出口土货运出内地 ,沿途概不重征任何内地税 。② 这一规定主
要是针对以厘金为主的内地税的。是故 ,子口税又被称为“抵代税” ,即指以子口税来抵代以厘
金为主的内地税 。在此背景下 ,海关征收子口税自然直接影响到厘金的征收 ,海关子口税的增
加意味着内地厘金局卡收入的减少 ,反之亦然 。近代海关在其报告中对此曾简洁地概括为:
“子口税与内地厘金互为消长” 。③ 因此 ,海关开征子口税 ,立即引起地方当局的反响。
早在 1860年 ,当子口税制度还“仅仅在上海附近及长江和白河沿岸作过一点试验”时 ,时
任江苏巡抚的薛焕便上奏历数开征子口税的弊端 ,称:
况自军兴以来 ,各处兵饷 ,半藉商货厘捐。现在既准洋商径入内地 ,不论何项货
物 ,彼必任意贩运 。除进出内地计货本银百两 ,照章纳税银二两五钱外 ,不论程途远









④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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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上海三联书店 1957年版 ,第 99—100 , 117—118页。
关于清后期的省级地方财政体系 ,魏光奇在《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见《近
代史研究》1986年第 1期 ,第 213—222页。
子口税与厘金间的消长现象 ,在各地均可明显看到 ,尤其是在厘金制度盛行之处 ,如江苏 。
江苏为厘金制度发源地 ,厘金局卡林立 ,收入甚为可观 。同治初年 ,每年约可收 300余万两 。①
但子口税制度在这里推行后 ,随着镇江 、上海两地海关子口税收入的节节增长 ,江苏厘金收入
开始呈下跌趋势 。② 光绪二年(1876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奏称:“江苏各局厘金 ,从前军务初平
时抽收极旺 ,嗣则逐年减少 ,有江河日下之势” 。究其原因 ,沈葆桢认定:“其为害最甚而莫可谁
何者则莫如洋票(按:即子口税单)” 。③
而在四川 ,据川东道禀复督宪文称:“厘金初设 ,洋关未开 ,并无洋纱子口。彼时花布行销 ,
商帆络绎 ,厘金极形畅旺 。近来洋纱盛行 ,花布稀少 ,子口日益充斥。不但重庆厘局受其侵占 ,
即近而合州 、叙 、沪 、宁 、雅 ,远而滇黔各厘局 ,无不交受其困。溯查光绪三 、四 、五等年 ,夔厘征
至廿七万余金。自开设洋关后 ,遂逐年递减。盖子口增则厘金绌 。” ④
“子口增则厘金绌” ,可谓一语中的 。这也正是地方当局怨言所在 。因为晚清厘金之创设 ,
原为各省督抚自行其是 ,清政府既无征收定额 ,又无对设立局卡数量的限制 ,更无类似地丁 、关
税等的考成办法 。各省“随收随支 ,向不报部” 。其后虽有厘金章程之制定 ,实则形同具文 ,大
多数省份仍我行我素 。厘金已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而子口税则由海关征收 ,上





率 ,使“较之子口税犹属稍轻 ,以冀商人避重就轻 ,舍彼适我。”后者如拒绝承认子口税单的效
力 ,对持子口税单的商人刻意刁难 ,藉词勒索 ,或对请领子口税单商人加以威胁恐吓 。⑤
值得一提的是 ,地方当局为了维护地方利益 ,甚至要求以子口税征收数划抵厘金亏损 。如
光绪初年 ,由于子口税盛行 ,四川夔关税收大受影响。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会
同湖广总督李瀚章奏称:“臣思宜昌关新收洋票入川之税 ,即系夔关照约验放免税之款 。夔关
免税日多一日 ,即宜昌等关所收子口之税日增一日 。名虽按照约章征收正半各税 ,实则宜关代
收夔关额征之税 。此免彼征 ,同为一商之货。”因而“奏请将夔关短征额税 ,按照宜昌 、江汉两关
每年所收入川省子口半税银数 ,准其划抵。”清廷也只好认可了。⑥
地方当局的态度如此 ,那么中央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 ,子口税制度是英国政府
为扩展中国市场而提出的 。当英国政府将其写入条约时 ,清政府显然只是被动接受的 。而且
我们注意到 ,在中英《天津条约》中 ,曾作了如下两条规定:(1)出口土货之子口税“在路上首经









⑦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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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在几个月后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 ,上述第一条规定已被改为:
“凡英商在内地置货 ,到第一子口验货 ,由送货之人开单 ,注明货物若干 ,应在何口卸货 ,呈交该
子口存留 ,发给执照 ,准其前往路上各子口查验盖戳。至最后子口 ,先赴出口海关报完内地税 ,
方准过卡 。”① 即改向海关缴纳 。这一更改虽出自通商章程的主要炮制者 、时任上海新关外籍
税务监督的李泰国之手 ,但清政府对此并无异议。
至于华商不得享用子口税特权这一规定的变更 ,则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首次变化始
于 1872年 。该年 1月 ,总理衙门曾提出一份关于发还子口税和进口货物转运内地的章程 ,内
中允准中国商人可以持有洋货入内地子口税单。但这一特许“只有九江和宁波两个口岸实
行。”② 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 ,将华商可以请领洋货入内地税单的规定正式载入条约 。③ 但




李鸿章在《论赫德劝陈滇案条议》中称:“华洋各商均准正子并交 ,请领子口税单 ,概不重征 ,不
但口岸厘金无可抽收 ,内地厘卡亦须一律验免。厘金绌则饷源立绝 ,恐关税所入不足以挹注 ,
殊堪焦忧 。”⑥ 可以说是抓住了清政府的心病。
就开征子口税而言 ,近代海关是照章办事;因此而卷入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纷争 ,显然非
海关本意 。因此 ,海关一方面为维护在华外商的利益而力图扩展子口税制度 ,另一方面则鉴于
晚清财政体制的特殊状况而竭力避免过份触动地方当局的财政利益 ,以免招致地方当局的强
烈反对 。1869年 ,在海关总税务司的帮助下 ,阿礼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定条约》及《新修
条约善后章程》 。其中对子口税制度提出了新的实施办法 ,即进口的洋布 、大呢 、洋绒三大类纺
织品一律予进口时交纳正 、子两税 ,尔后在通商口岸省份 ,均免重征 ,不论持货人为洋商或华
商;出口土货则一律在沿途所经关卡完纳税厘 ,华洋商人均同 ,但所征之税厘合计若超过子口





于英国商人的激烈反对 ,条约未获英国政府的批准 ,新办法也便无从实施了 。⑧
1876年初 ,赫德借中英双方谈判马嘉理事件处理方案之机 ,提出了一个全面推行子口税









⑧ 莱特著 ,姚曾 译:《中国关税沿革史》 ,第 239—240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308—312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译著函稿 ,卷 1。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Inspector General' s Ci rculars , Second Series , No.803.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Inspector General' s Ci rculars , Second Series , No.11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349页。
伯尔考维茨著 ,江载华等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第 132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118页。
缴纳正 、子两税 。尔后转运全国各地均免重征 ,不拘何时 ,何地 ,在何人手中 。其余进口货则在
起运上岸后 ,由地方官员按照当地章程处理。(2)茶 、丝 、糖和棉花等四类出口货在全国各地转














其来龙去脉 ,我们不妨稍作回述。史料表明 ,早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 ,为了筹集军饷以镇压
太平军 ,江苏 、福建等地的地方督抚早已开始私下里对鸦片征收捐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
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及财政危机的困扰 ,于是允准鸦片贸易合法化。至于其征税办法 ,则中英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规定:“洋药准其进口 ,议定每百斤纳税银叁拾两 ,惟该商止准在口销
卖 ,一经离口 ,即属中国货物 ,抵准华商运入内地 ,外国商人不得护送 。即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
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 ,并二十八条所载内地税之例 ,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 ,听凭中国办
理 ,嗣后遇修改税则 ,仍不得按照别定货税 。” ④ 由此可见 ,被官书称为“洋药”的鸦片 ,是作为
一种特殊进口货处理的。其征税办法和税率均异于一般洋货 。其课税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海关在各通商口岸对进口货主征收的关税 ,税率为每百斤银 30两 。另一类是对运销内地的
货主征收的税捐 、厘金等各种内地税 ,这些内地税有由各口岸的常关征收的 ,也有由内地各厘
金局卡征收的。外商将这些内地税统统称为厘金 。至于其税率则因地而异 、大不相同。⑤
上述对进口鸦片的征税办法引起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国鸦片贩子的不满 。1861 年 6
月 ,刚出任代理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原广州关副税务司赫德 ,从广州赴京会晤总理衙门大臣奕
,在当面递呈的禀呈和清单中 ,首次提出了鸦片税厘并征的办法。赫德建议的办法有二:其
一是在鸦片“进口时征一次重税 ,即每箱六十两。完税之后 ,准往各处 ,而不另征别税” ;其二是






⑤ 莱特著 、姚曾 译:《中国关税沿革史》 ,第 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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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税每箱 30两 ,由买主完纳子口半税每箱 15两 ,尔后可在本府所属各州县售卖 ,不重征税饷 。
但一出本府交界 ,运往别处 ,则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① 尽管奕 等人对此建议颇为欣赏 ,
但时当清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 ,各地军需孔急 ,竭力就地筹款之际 ,清政府最终没有采纳 。
1875年 3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 ,居间调停的赫德再次对鸦片税厘并征问题提出自己的一
套方案。其要点是 ,鸦片运抵通商口岸后向海关完纳每担 120两的进口税 ,尔后在口岸 30华
里的范围内概免重征 。运出 30华里之外 ,则视为中国商品 ,不论何时 、何地 、在何人手中 ,均应
缴纳一切内地税厘。②这一方案显系 15年前他对总理衙门大臣建议的翻版 ,只是为了满足清
政府的财政需要 ,以诱使清政府采纳 ,他将进口税率大大提高了 。随后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
采纳了赫德方案的基本精神 ,即将鸦片征税权最大限度转入海关手中 。该条约规定:“英商于
贩运洋药入口时 ,由新关派人稽查 ,封存栈房或船 ,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 ,并令买客一并在新





税率等问题与清政府不断交涉 。直到 1885年 ,双方才签定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对鸦片税
厘并征实施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 。即规定进口鸦片每百斤须向海关交纳正税 30两 ,厘金 80
两 ,尔后运入内地 ,无须再完纳任何税捐 。④ 此后 ,为尽快实施鸦片税厘并征 ,清政府一面不惜
听凭赫德出卖中国主权 ,由金登干代表清政府与葡萄牙签定了《里斯本会议草约》 ,应允“葡国
永驻 、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 ,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⑤;一面则竭力迫使地方当局就范 ,由此
引起了种种纷争 。支持海关接管粤海常关在广东洋面的六个税厂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
为了向来往于广东和香港 、澳门间的民船贸易开征税厘 , 1871年 ,两广总督瑞麟分别在香
港周围的佛头州 、长州 、汲水门 、九龙城四处和澳门周围的马溜州 、前山二处设立了税厂 ,开征
鸦片税厘 。从 1873年起 ,这些税厂也同时对民船贸易的一般货物征税。这六个税厂均属海常
关管辖。⑥ 至 80年代中期 ,据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奏称 ,这些税厂“通年约可抽百货厘金十
数万金 ,藉此数厂补内地之绌 。”⑦ 可见这些税厂的税厘收入已构成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因此 ,当 1887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利用推行鸦片税厘并征之机 ,要求接管上述六个税
厂 ,建立九龙 、拱北两个海关时 ,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吴大澄等地方官吏都坚决反对 ,奏称:“厘务
为地方官经理 ,税务为本关经理 ,均系抽之华人华船 ,与洋关抽收货船不同 。若百货厘金 ,百货
税卡归洋人管理 ,窒碍之至!”为了说服朝廷 ,他们还抬出了“华夷之辨”的法宝 ,称:“税务司虽








⑦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 ,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 ,1931—1934年 ,初版 ,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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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财源统归洋员 ,实不能无过虑。”①
但总理衙门大臣却大力支持让海关接管广东的六个税厂 ,理由有二:其一 , “该(六厂)委员
等卖放侵渔 ,利归私囊。”“自同治十年前督臣瑞麟等奏请开办以来 ,每年征收数十六七万两 ,而
用费亦在十五六万两 ,仍於帑项无俾 。”由海关税务司接管 , “无非冀除一分中饱 ,即增一滴饷
源。”而且可以“省糜费而一事权” 。其二 ,海关接管六个税厂是开办鸦片税厘并征的先决条件 ,
而总理衙门对赫德声称的实行鸦片税厘并征每年可增收七八百万两关税一说深信不疑 ,急思
借此款项来应付创办海军之需 。故总理衙门在给张之洞的电文中称 ,若不允将六厂交出 , “巨
款终成画饼” ;“此时事在必行 ,势不能顾惜一隅 ,动摇全局” 。② 上谕也对外籍税务司管理海关
一事褒奖有加 ,内称:“税司由我而设 ,洋税自我而收 ,现在海关岁入增至一千五百余万 ,业已明
效可观。”斥责张之洞等人的“对外海内地税厘财源统归洋员 ,实不能无过虑”之说 ,是“挟持偏
见 ,故作危词”。并称:“海军创始 ,筹饷万难 ,有此办法 ,冀可岁增巨款。纵令六厂区区十余万
之数全行蠲弃 ,亦无所顾惜。”③ 寥寥数语 ,清廷的态度与用意已一清二楚了 。
在清政府的支持下 ,海关最终接管了广东六厂 。随之于 1886年 11月 ,总理衙门依照赫德
的要求 ,通告各省督抚:各省厘局的鸦片厘金征收工作“以新正初八为止 。初九日(即 1887年
2月 1日)起 ,一律归洋关开办” 。④ 即正式推行鸦片税厘并征 。这意味着 ,在围绕鸦片税厘并
征的这场较量中 ,海关已占了上风。海关与地方当局的矛盾自然也因此而加深 。在地方当局
反对将进口鸦片“统交洋人税厘并征”的呼声中 ,赫德不得不承认:“从牛庄到北海 ,在道台 、抚




甲午战后 ,随着清政府财政收支失衡的加剧 ,财权下移的日趋严重 ,清廷更迫切希冀借助
海关 ,即通过将部分原归地方经征的税收项目的管理征收权交到海关手中 ,来保证中央的财政
收入 ,减缓财政压力 。早在 1895年 3月间 ,赫德就在给他的心腹金登干的信中透露说 ,清政府
已“考虑扩大海关的权力” ,要交给海关“新的任务” 。⑥ 这些新的任务是什么 ,赫德没有详加说
明。直到 1896年 5月 ,赫德才在给金登干的另一封信中列举了这些新任务 。信中说:“昨天总
理衙门问我是否愿意负责管理内地的土产鸦片。各通商口岸的常关 、厘金 、盐税等 ,如有可能 ,
也都将交我管。”⑦ 翌年 3月 ,他抑制不住兴奋地函告金登干:“前几天户部的两位尚书奉皇帝
谕旨 ,将土产鸦片管理事宜交给我办 ,我正草拟计划中 。恐怕厘金 、盐税 、甚至田赋都可能照样









⑧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 ,第 11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第 1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第 136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 ,第二册 ,第 526页。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 69。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 68 ,卷 70。




管厘金这一担保”作为贷款条件 ,一面则诱使清政府同意 。② 1898年 2月 ,总理衙门最终接受
了赫德的借款方案 ,允准将厘金交海关管理征收 ,以充作担保 。③ 3月《英德续借款合同》正式
签定 。该合同规定:除以关税作为借款之担保外 ,还应以苏州 、淞沪 、九江 、浙东 、宜昌 、鄂岸和
皖岸七处货厘 、盐厘为抵偿还 。并规定:“以上各处厘金 ,现计共银五百万两 ,应即行派委总税
务司代征 ,照广东六厂办法。”④ 这样 ,海关便获得了对苏州等七处厘金局卡的管理征税权 。
应该说 ,赫德本人对于接管厘金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是有所预见的。早在英德续借款合
同签定前 ,赫德就曾函告金登干:“管理厘金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尤其因为各省当局都要反
对” 。⑤ 因此 ,合同正式签定的第二天 ,赫德即以“设立新关以来 ,各关税务司并未经手此项厘
金 ,而总税务司于各该处之办法亦难立时熟悉”为由 ,要求总理衙门提供如下信息:(1)各总厘
局系在何处设立 。(2)各总局中系何员总理 ,曾奉何员所派 ,其属下系何项人员 。(3)各总局中
有何项章程。(4)各总局之分卡均分设何处。(5)各该分卡各系何员管理 ,奉何员派委 ,其属下
均系何人役。(6)各分卡中有何项章程 。(7)七处各按何项则例抽厘 。(8)光绪二十二年分 ,每
处各抽厘金若干 。(9)七处厘局各辖境内之地图。⑥于是总理衙门立即上奏要求户部示复 。户
部的答复颇能说明晚清中央政府对各地厘金征收的失控及其无奈。特照引如下:
查厘金始于咸丰初年 ,就地筹饷 ,因军务倥偬 ,随收随支 ,各省向不报部;嗣虽将
每年数目笼统造报 ,而各项章程 、详细条例 ,仍未能一一奏咨 。就其中有案可稽者 ,大
约总局则设立省城 、各府城 ,分卡则设立市 、镇或水陆要区;管理人员 ,总局则派道府
大员 ,分卡则派州县佐贰 ,其下有司事 、巡丁人等;征收例章或值百抽五 ,或值百抽二 ,
或按引抽收 ,或按斤加价 ,或进厂先缴四成 ,落地再缴六成 ,或上卡抽厘 ,下卡验票 ,一
收一验 ,不再重征;光绪二十二年七处各抽厘若干 ,浙江仅开总数 ,浙东难以画分 ,然
就各处通盘合计 ,多寡牵算 ,足敷 500万之数;如有不敷 ,本部自应另筹补足 ,如有盈
余即解还各该省备用;至七处厘局辖境 ,苏州则辖苏 、常 、镇三府属 ,松沪则辖松 、太两
府州属 ,浙东则辖宁 、绍 、台 、温 、处五府属 ,九江则辖本府属 ,宜昌万户沱则在湖北上
游 ,为川盐入楚要路 ,鄂岸则专指湖北汉口 ,皖岸则专指安徽大通;唯各省向来办法 ,
未将地图绘明 ,无凭贴说送阅 。⑦
户部在复文最后声称:“总税务司自可派员就近会同地方官员 ,将各该处厘金章程 、局卡地
段 ,详加考订 ,切实履勘 ,定期交接 ,照案代征;一面由本部行知该省 ,俟总税务司派人前往时 ,
将向来一切办法详细告知 。” ⑧这意味着让海关直接去同地方当局打交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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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总税务司于 1898年 4月初从各地选派了一批精干的副税务司 ,前往七处厘局所在地 ,开展
调查 ,准备接管事宜 。从海关总税务司与这些副税务司的大量来往信函可以看出 ,各处的调查
和筹备事宜均困难重重。如在九江 ,负责接管工作的海关副税务司纪默理一开始就在管辖范
围与权限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 。他原以为九江府属厘金局卡应全部在他的管辖权限内 ,不料
地方当局不以为然 ,声称 ,合同规定指抵债款的九江厘金局卡“应以湖口厘局所辖分卡为限 ,不
能以九江府地面所设局卡为限” 。即仅包括“湖口厘局 、二套口厘卡 、龙开河 、小池口两分卡 。
此外内地厘卡虽在九江府属境内 ,不归湖口管辖 ,应照旧章办理 。”①这就大大缩小了拟归海关
接管的范围。
接着 ,纪默理在调查中发现彭泽县西门外回塘坎上有一卡 ,专门征收茶厘 ,要求详示 。九
江关监督在复函中称:彭泽县所设的厘卡是专收皖省茶厘的 ,其银系解皖南茶厘局兑收充饷 ,
与江西无涉;且仅设数月 ,茶叶竣事即行停止。②纪默理又发现九江府城西门外设有土药税厘
局 ,瑞昌县亦设有土药税厘局 ,要求示复其详 。九江关监督复函称 ,九江土药税厘局“系按内地
例 ,由本监督会同省城牙厘总局专派委员征收 ,其税厘银两向系分解省局 ,汇总解部充饷 ,不在
九江货厘之内” , ③又一口回绝。纪默理处处碰了软钉子 ,颇为不满 ,却也无可奈何 。
由于厘金的征收向来是一笔糊涂账 ,其征收的项类 、办法和税率因地而异 、无章可循 ,加上
地方当局的反对和抵制 ,因此 ,尽管赫德一再发出通令催促各副税务司加快筹备工作 ,事情仍
无多大进展。有些副税务司甚至敲起退堂鼓 。如主管浙东方面的副税务司孟家美提出 ,没有
绝对的必要马上接管厘金征收工作。④于是 ,海关接管七处厘金一事一拖再拖 ,一直未能实
施。⑤最后 ,海关仅对七处厘金的管理保持一种松散的监督 ,所有的征收工作一仍其旧 ,人员 、
章程 、则例均无变更 ,只是由各总局定期将厘金拨交经管的海关副税务司 ,由该副税务司经手




如前所述 ,自近代海关制度建立后 ,各通商口岸的近代海关与常关便成为两个隶属关系 、
管理体制 、职权范围 、征课对象均各不同的征税系统 。海关为外籍税务司所执掌 ,负责管理对
外以轮船贸易为主的征税事宜;常关则归关道管辖 ,负责管理对中国民船贸易为主的征税事







⑥ 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162—171页。
罗玉东先生在《中国厘金史》一书中称:苏州和淞沪两地厘金 ,自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 4 月)起由派往该处
经管的副税务司自收 ,光绪二十五年仍由副税务司自收。光绪二十六年方改归厘局征收(见该书第 248页)。不知此说所据
为何 ? 据《海关文件》第 88号所载 ,则派住苏州和淞沪两处的副税务司从未自行征收过厘金。(见 Office series , customs Pa-
pers No.88 ,Working of Likin Collectorates:Kiukiang ,S oochow and Hangchow , 1907 , p56.)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 ,Working of Likin Collectorates:Kiukiang , Soochow and Hangchow , Shanhai , 1907 , p165.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s, Working of Likin C ollectorates:Kiukiang , Soochow and Hangchow , Shanhai , 1907 ,
p212—213.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 ,Working of Likin Collectorates:Kiukiang , Soochow and Hangchow , Shanhai , 1907 , p22.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s, Working of Likin C ollectorates:Kiukiang , Soochow and Hangchow , Shanhai , 1907 ,
pp21—22.
一个外籍税务司所控制的统一的征税系统 ,以囊括清政府对外 、对内的一切关税征收大权 。①
前述海关接管原属粤海常关管辖的广东六厂就是一例 。但直到 20世纪初 ,八国联军镇压义和
团运动之后 ,赫德才找到合适时机全面推行海关对常关权力的侵夺。
1900年 8月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镇压了义和团运动 ,远逃西安的清廷急欲求和。总理衙
门在京总办舒文等人乞求赫德出面调停 ,大力维持和局 。于是 ,赫德利用他充任清政府与各国
公使谈判牵线人的有利地位 ,一方面向清政府申呈了一份节略 ,主张以常税等税源充作偿付赔
款的财源 ,而仿照 1898年英德续借款合同中约定以苏州等七处货厘 、盐厘作抵 ,归税务司代征
的办法 ,将常关税收“由税务司经理” 。② 一方面则向由英 、法 、日 、德四国公使组成的 ,专门研
究中国支付赔款财源问题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将各通商口岸的常关与该地的海
关合并” 。③赫德的方案最终被接受 。于是 ,在 9月 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所有常关
各进款 ,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 ,均归新关管理 。”④ 即由海关兼管常关。
晚清的海关兼管常关是近代海关扩展征税范围和财政管理权限动作最大 、影响最深的一
次。据统计 ,先后有东海关 、江海关 、芜湖关 、浙海关 、瓯海关 、九江关 、宜昌关 、闽海关 、潮海关 、
北海关 、琼海关 、沙市关 、福海关 、厦门关 、胶海关 、三水关 、梧州关 、粤海关 、山海关和津海关等





江汉关道声称:“此间并无所谓常关 ,只有府关” ,其所征之税 ,不应归税务司经理。⑦上海道台
则“坚持把握着一切非出海沙船及其货载的管理权不放 。” ⑧ 津海关道亦将工关征收的竹木二
税仍由通永道经征 ,而不交税务司管理 。⑨
而当海关开始着手兼管常关时 ,尽管事先已作了谨慎 、周密的准备与安排 ,并采取缓慢渐
进的兼管策略 ,兼管的推行仍引起骚乱和不满。在九江“当新旧交接之际 ,众情汹汹 ,几肇事
故” ,而芜湖也同样发生了骚乱 。 10清朝的一些封疆大吏 ,更是对赫德推行兼管一事甚为不满 ,
严加申斥 。1901年 12月 12日 ,张之洞通电外务部 ,指责海关总税务司“借赔款为词 ,揽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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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Fai rbank , ed , the I.G.in Peking ,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 ty press, 1975 , p1289.
魏尔特:《关税纪实》 ,北京总税务司署统计科 , 1936年 ,第 73页。
莱特著 、姚曾 译:《中国关税沿革史》 ,第 289页。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Documents Illust rative of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Customs ser-
vice , Vol 2 , Shanghai , 1938 , p304.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Documents Illust rative of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Customs ser-
vice , Vol 2 , Shanghai , 1938 , p304.
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Documents Illust rative of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Customs ser-
vice , Vol 2 , Shanghai , 1938 , p30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1006页。
Foreign Relat 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01 ,Appendix , p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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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赫德不仅兼管常关 ,且欲“揽办口外他衙门之税关 。”电称:“谨闻此事 ,赫德志在尽夺外省利
权 , 糠及米 ,何所底止 ,江省常关不知有似此情形者否 ,务望合力坚持。公如加电枢译 ,尤为
得力。”① 张之洞还将此电分致江浙 、闽广 、四川 、河南各督抚院 ,意在联合各省大臣 ,共同抵
制。至此 ,地方当局与海关的矛盾 、冲突已达白热化程度。
对海关兼管常关一事 ,清政府似乎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 ,随着海关权势的不断扩
展 ,各地指责外人侵权的呼声迭起 ,清政府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而且 ,更重要的是 ,由于甲
午战后的三次大借款均以海关税收为担保 ,税款中仅余一小部分可供清廷需用 。这样一来 ,正
如曾任近代海关要职的马士所言:“洋关的存在 ,主要是作为外国债权人的收款代理人 ,而再不
能达成作为它继续存在之根本的那个目的———认真征收和照实呈报一笔足额的税款以供帝国
的使用。”② 因而 ,在涉及哪些常关该归海关兼管 ,哪些常关税该归海关征收等问题上 ,清政府
一直持谨慎态度 ,尽量缩小范围。尤其是当海关总税务司提出 ,通商口岸外大关(按:即常关正
关)之分关也应考虑归税务司兼管 ,并以“此层如何定夺 ,赔款之数即随之为增减。倘竟减收 ,
必有由各国另请加指他项为抵之累” , ③诱迫清政府应允时 ,作为清政府谈判代表的奕 、李鸿
章据理回驳 ,称:“常关分设税局在内地 ,距口岸自数里至数十里 ,数百里不等 。其距口岸太远
者 ,归税司兼管 ,甚多不便 。应定明内地分局在距口岸 50里以内者 ,归税司兼管 ,其在五十里
以外者 ,仍由各该关监督专管 ,以清界限” 。④赫德自知理亏 ,只好作罢 。因而海关兼管的常关
范围便仅限于各通商口岸 50里以内。⑤
但另一方面 ,面对《辛丑条约》后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对海关兼管常关所出现的税收激增 ,
还是颇为动心。户部在 1904年初的一份上奏中称:“近来常关之交新关代征者 ,虽各关未能一
律足额统计 ,第一年期满 ,共溢征银九十七万六千余两 。第二年期满 ,较上届又共溢征银八十




变化 。事实上 ,正是由于地方当局的激烈反对 ,加上清政府的保留态度 ,海关兼管常关的结局
并没有如海关总税务司所期望的。
1902年初 ,江西巡抚李兴锐为抵制海关兼管常关 ,以常关归海关兼管后 ,若将常关税全部
汇解上海以支付赔款 ,则京协各饷等必无着落为由奏称:“九江关税改归税司代征 ,请将京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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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征收数目 ,并非将款项截留划拨 。至户部行令各关按月提解 ,系专指归税司代征以后新增新
收数而言 ,非将照常征收各款全行提解” 。因而“今九江关常税现在改由税司代征 ,除仍令将增
收数目按月解沪 、凑还赔款外 ,其应解京协各饷 ,抵补货厘并随征耗杂 ,实在应准开支之款 ,自
可循案办理 。”并向赫德言明 ,赔款已“分拨各省通力筹还” 。①赫德因此事关系各省利益甚大 ,
唯恐引起更大风波 ,故一面声称:“税务司并非仅稽收数 ,实有代征之责。”一面则表示:“若各省
筹拨无误 ,则所交之款由何项拨来 ,或亦无人问及”②,认可了户部所议。此后 ,户部又将上议
推及其它口岸 ,并由外务部于 7月 5日札行赫德 ,令其“转饬各海关税务司一律办理 ,”③这使
赫德在两三年内完全接管常关的设想大受挫折。因而 ,清末海关对常关的兼管实际上采取了
种种不同形式:有“只限于收受监督方面实征款数的报表 ,转报中央行政当局者”如芜州 、沙市 、




件 ,而且还竭力扩大兼管的范围和权限 ,软硬兼施以迫使清政府就范 。这可从围绕哪些常关应
归海关兼管的问题 ,赫德与清政府进行的交涉中清楚地看出 。
1901年 8月 29日 ,经赫德催促 ,奕 、李鸿章札行赫德 ,开列了拟归海关兼管的通商口岸
常关名目 ,计有东海关等 14处 。并解释说:“奉天之山海关 ,直隶之津海关现为洋兵占据尚未
收回” ,故不包括在内:“至甘肃之嘉峪关与云南之蒙自关 ,广西之龙州关 ,地虽通商 ,却非沿江
沿海口岸 ,土货亦少 ,自应不在新关代征之列” ;此外 ,“粤海关监督现时征税各处 ,应仍由监督
自行管理” 。⑤赫德闻讯申复奕 、李二人 ,声称:“札内所指如山东之东海等 14关 ,此外尚有征收
等项土税如山东之胶州 ,湖北之沙市 ,江苏之南京 ,福建之三都澳与厦门 ,广东之三水 、甘竹 、江
门 、肇庆 ,广西之梧州各处 ,似应一体兼办 ,方符新约。至现为洋兵占据之山海 、津海两关 ,山海
之常关已由俄国嘱新关税务司会同兼理 ,俟两国交涉事务议定后 ,仍由该税务司兼办;至津海
一关 ,虽驻有洋兵 ,若由税务司兼办常税 ,与现已开征之洋税一体办理 ,似无不可 。唯粤海一关
扣出 ,不归新关一节 ,如此定办 ,非总税务司所能主” 。⑥几乎一个也不放过。清政府无可奈何 ,
只得应允添入赫德所开列海关 ,合计 23处 ,由外务部“通行各监督遵办” 。但仍保留粤海一
关。⑦赫德深知“常关税之中 ,唯粤关为最旺 , ”对此自然不甘罢手 。11月 4日和 18日 ,赫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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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Marit ime Customs:Documents Illust rative of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Customs ser-
vice , Vol 2 , Shanghai , 1938 , p320.
各国公使参赞追询此事为辞 ,威胁清政府。① 清政府终于屈服 ,于 1902年 1月“电达粤海关监
督照允交出 ,归税务司代征。”②







中国人;可是 ,失去了中国人的欢心 ,它也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重要性”。⑤ 因此 , 1906年 5月
至 7月间 ,在事先未曾透露半点消息的情况下 ,清政府突然宣布派户部尚书铁良为督办税务大





会起义之机 ,联手诱使上海地方当局屈服 ,建立第一个近代海关———江海关 ,近代海关的产生
可以说完全是在华列强意志的产物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近代海关制度建立的过程中 ,清
政府开始加入了自己的某些意图。其中之一 ,就是利用近代海关来整顿关政 ,剔除贪污 。此
后 ,随着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渐崩坏 ,财权下移的逐渐加剧 ,清政府更试图利用海关
来扩大财源 ,增加税收 ,收回财权 ,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 。以至到甲午战后 ,陷入严重财政危机
的清政府萌生了这样一种理财措施 ,即将厘金 、常关税 、土鸦片税等各种内地税交给海关征收 ,
以求通过海关从地方当局手中收回部分财权 ,并向中央政府提供可靠的税收。
就确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言 ,清政府的上述意图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试以鸦片税
厘并征为例 ,由于实施这一举措 ,甲午战前 ,海关每年向清政府提供了 600万海关两左右的鸦
片厘金 ,占关税总收入的 26%左右。⑦再如海关接管广东六厂后 ,九龙和拱北两个海关每年向
清政府提供了 100万两左右的税收 。⑧与接管前的每年 16 —17万两相比 ,效益是相当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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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由于近代海关的介入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更形错综复杂 。作为在华列强利
益的代表 ,近代海关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外商和列强债权人的利益 。为此 ,海关不断致力于
扩展自己的征税范围和权力 。这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 。其
一 ,由于海关在晚清财政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本身统一 、有序 、高效的管理制度 ,海关征税范
围和权力的扩大不但为帮助清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提供了不断增加的税收 ,而且还不断使部分
原中央政府已基本失控的财源和财权通过海关重新置于中央政府较为有效的控制下 。这意味
着 ,代表列强利益的海关和清中央政府在某些利益上取得了一致 。其二 ,由于海关权力的扩张
直接侵夺了地方财源 ,侵害了地方当局的利益 ,遂使海关置身于地方当局的对立面。用海关总
税务司自己的话说 ,即“在道台 、抚台和厘金委员中 ,我们随处结了许多冤家” 。① 而晚清中央
与地方的财权纷争 ,便在一定程度上经由海关与地方当局对征税权的争夺表现出来 。
但是 ,列强势力操纵下的近代海关对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影响带有某些不可逾越
的局限性。首先 ,海关扩展权力的背后不免拖着一条长长的“外人侵权”的阴影 ,因而 ,尽管清
政府曾试图借助海关来理财 ,收回财权 ,但却不能全然放心地把各种内地税的征收管理权交到
海关手中 。而海关的特殊身份又使它在与地方当局争夺财权时 ,易于成为攻击的目标 ,在舆论
上处于下风。这大大限制了海关的活动 。其次 ,更重要的是 ,近代海关一开始就与清政府的外
债 、赔款发生某种特殊关系 ,即被作为外债 、赔款的担保。因此 ,为了确保列强债权人的利益 ,
海关关心的是如何使清政府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偿还外债和赔款 。随着甲午战后海关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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